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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目录学名家、图书馆学教授王有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也是先生不幸逝世二十八

周年。我怀着激动而沉重的心情缅怀恩师生前对祖国、对祖国文化、对图书馆学事业的贡献，

景仰孺慕之思无时不萦回在脑际。 

一九四七年有三师从美国返回祖国大陆，在北平图书馆工作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当时我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慕名选修了先生新开课程“敦煌文学史料研究”。“敦煌学”在

四十年代还是一个新名词，研究敦煌学的专家学者屈指可数。虽然在甘肃成立了“国立敦煌

艺术研究所”，在北平图书馆设立了“唐人写经室”。但是，把敦煌研究作为大学课程讲授还

是空前未有，是有三师开始把敦煌学送到大学课堂上去讲授研究。当时选修此课程的除去中

文系的同学外，还有历史系、哲学系和西语系的同学跨系听课，辅仁大学也有同学来旁听。

那时到北大来听课是很方便的，既无人点名也无进门登记等门禁森严的管制办法。这门课程

的设立对敦煌学在我国的研究发展起了启明推动的影响和作用，也是给某些文化贩子所叫嚣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谬论的有力反击。有三师在授课之余对敦煌曲子词，敦煌所

出变文的研究，以及敦煌遗书的编目整理都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丰富成果，陆续出版了《敦

煌曲子词集》、《敦煌变文集》和《补全唐诗》等专集。一九五Ｏ年出版的《敦煌曲子词集》

更是在国内外收集敦煌词

最多最完整的一部总集，为

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资

料和极大的方便。 

回忆五十三年前在课

堂上有三师讲敦煌文学时，

对变文、变画、五更调、十

二时以及诗文词赋旁征博

引，指定很多参考书，讲得

极为详尽动听，有许多创意

王重民先生逝前的最后一封信 



和发挥。很遗憾我是个不用功的学生，课后未做进一步的学习，体会不深。时至今日，记忆

犹存的只有片断而印象模糊的历史故事或佛经故事。有三师讲课有很重的河北高阳口音，一

些南方同学听起来不很习惯，比较吃力。我出生于高阳，小学五年级时才转学到北京。经过

十年之后，忽然听到老家的乡音，心中感觉到说不出的亲切。这也是我中文系毕业后，继续

留在图专进修的因素之一吧！ 

有三师为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有着迫切的使命感。他于一九四八年在北大开办图书馆研

究班（次年改为专科）。招收大学毕业或曾经学习过“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课

程满四学分而有志于图书馆工作的学生。这个班成立之初，只有八名正式生，后来增加到十

二位。开学之后，这十多位同学因转系等原因而失去申请公费的资格，面临辍学的危机。有

三师便想到用勤工俭学或老师捐资助学等办法帮助同学度过难关继续完成学业。记得他曾商

请校勘学教授王藏用先生按月定额资助一位山东籍同学，直至一九五Ｏ年毕业分配工作为

止。还曾介绍一位能写小楷的同学利用假期到北图善本书库写书签。现在善本书库中依然留

存使用着这位学长的手书墨迹。他完成北大图书馆学专业后，又考取了第一批留苏研究生，

获得博士学位。曾任科学院图书馆馆长。他晚年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双手颤抖写字困难。毛

笔楷书就更不能写了。书签上那些清秀刚劲的楷书是他留世的绝笔了。还记得一九四九年初

发现一部《吹豳录》五十卷。此书从无刻本，抄本也很罕见。戏剧家马彦祥先生很想得到此

书。但原书却由赵万里先生为北京图书馆定购。有三师考虑到北图藏书重在版本，马局长用

书重在资料。因此，便推荐经济紧迫而又能墨书小楷的同学四人精抄一部，使此罕见抄本又

多一传世之本。此后不久，

有三师与郑振铎局长邀请

吴晓铃和王藏用两先生带

领数位同学校勘标点百回

本《忠义水浒传》，由古籍

刊行社出版。将课堂上的

课程“小说史”与“校勘

学”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同学也得到一定的经济补

助。 

有三师在课业上要求

刘修业先生致丁瑜先生的信



学生博而精，在生活上尽量给以关心照顾，他是宅心仁厚的长者，他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是同

学们的良师益友。他从美国回到北京后，在西安门内西岔胡同购置了一所小庭院，距北大红

楼不足三公里。同学们经常到他家里求教。院中东厢是书房，室内北端悬挂疑古钱玄同先生

手书“冷庐”书斋名款字幅，更增加了室中的文雅脱俗气氛。 

五十年代初期大学院系调整，有三师迁居北大朗润园公寓楼之后，我就很少拜访他了。

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是写信的次数却多了。先生在校辑《徐光启集》、《永乐大典》等著作时，

曾多次函查北图善本书。信中所提示的问题是有关于序跋目录的，有关于作者生平籍贯的，

也有核对某段文字内容或版本特征的。每查对一个问题，即让我对该书多一些深刻了解。这

些书信教给我史籍方面的知识是课堂上难以得到的。可惜那些珍贵的手泽在十年浩劫中完全

化为灰烬了。检点劫后烬余，侥幸还存留一封有三师的短札，是介绍中文系季振淮同志查阅

明本《尉缭子标释》而写给我的。这封短札文字不多，内容简单。但其内涵是沉重的，是耐

人深思而永志不忘的。尤其是受其多年教诲培育，从课堂到分配工作无不受先生之策励和扶

助者，如我等及门弟子。因为有三师在寄发此信时，正是四人帮及其追赶随者对他迫害最为

严重之时，是在生与死斗争的处境下而写的。他以一个正直学者之心做学问，在生命悠关时

刻经受着难以忍受的污蔑和人身攻击，依然强忍悲痛写信帮助他的学生和同事查找资料，其

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就在寄发此信后的第五天，他终于在“莫须有”的罪名压力下含恨离开

人世。这寥寥百余字的信札成为有三师最后对图书馆工作竭尽心力的贡献，也是先生遗给后

世人最珍贵的纪念。 

有三师生前笔耕不辍五十余年，出版发表之著作不仅数量繁富，门类广泛，遍及经、史、

子、集四部书。而且在质量与编写方法上亦都有特意，发人所未发。故能嘉惠学界，蜚声艺

林。其未发表或未经完成之稿件尚难以计数。自七十年代后期王师母刘修业女士以古稀之年

开始整理有三师遗稿，或集录编辑，或抄写影印，极尽拾遗补缺，除尘扫叶之功。至八十年

代中期已先后出版有三师遗著《中国善本书提要》、《全唐诗拾遗》、《章学诚的目录学》等大

型工具书及专业论文多种。遗憾的是有些著作尚未能整理定稿，师母遽尔仙逝。这又是学术

界无法弥补的损失。师母生前为整理有三师遗稿曾多次赐函给我。今天在纪念恩师诞辰百周

年之际，展读有三师和师母手书，缅怀前辈诲人不倦，勤奋刻苦做学问的精神，追思老师为

中国目录学、图书馆学的重大贡献，将是对我最好的策励并使我终生难忘。 

 

                                               二ＯＯ三年五月十二日于延年居 


